
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演变状
况的分析

[摘 要] 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内部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而成的，

同时具备稳定性与可变性。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

倾向，并受到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影响。角色理论能够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提供合理的视角，一国国

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内容、偏好及方式都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古代中国、改革开

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当前处于变局之下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分别为“天朝上国”、参与者及建设者，相

比古代中国的被动，当代中国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对外推

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但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从古

至今始终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宣扬传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为区域乃

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创新国

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这无论对历史的传承、自身发展

、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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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产品通常被定义为其收益能够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1]

10-12

，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选择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国际角色

定位息息相关。在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虽然在21世纪才开始兴起，但实际行为的发生可以

追溯到主导朝贡体系的古代中国。在国际（地区）环境、国际（地区）格局的塑造下，中国的自我定

位以及他国对中国的期待都有所变化。由此，在国内外结构互动下，中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

了不同的国际角色定位，并深刻影响着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路径。

一、国际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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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角色的定义

“角色”一词的概念首先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从戏剧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个体承

担角色过程的论述，来研究

个体如何通过各种社会互动影响社会变迁过程[2]

[3] 311。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将角色理论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在其看来，一国的

外交政策行为深受国内外环境及国家角色观念的影响[4]。布瑞顿汉姆(Michael A. Brittingham)指出，

国家角色应由角色概念和角色规定(prescriptions)构成，其中，角色概念是由适合本国的决策、义务

、规则和行动以及功能、其他国家对一国的设想构成的，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据；

角色规定则指可能影响国家角色的外部因素，通常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法律原则、规则、习俗、他

者预期，以及世界舆论等[5]

150

。角色的形成依赖于施动者与结构之间、不同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国际角色首先产生于国

家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由时代背景、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等多种因素造就，深受本国结构特点及

自我认知的影响，且并非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

国际角色大体由角色认知(recognition)、他人的角色期望(expectation)及角色扮演(enactment)构成。

其中，国际角色认知指“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规则和行为与他们的国家身份相符合的主

观认知和判断，以及对国家在国际体系和次体系中应该具有的功能的判断”[6]

245-246

。角色期望指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施动者角色的认知及对其对外责任和外交行为产生的期待，

角色期望深受国家自我角色认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角色扮演

则指“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6] 245-246。

（二）国际角色定位的形成

一国的国际角色由国家的角色认知与外部国家期望的互动而形成，继而塑造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

色扮演。国家的自我认知离不开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认知，其对外行为也深受国际力量对比及他国内

政外交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角色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认知和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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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具体来说，从国家内部看，民族文化、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国家实力等国家的特性在决策者形成自

我认知时将发挥重要作用[7]

96

。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塑造国家角

色时往往更容易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8]

。从国家外部看，国际地位通常会限制一国国际角色的形成，国际地位又通常与国家的人口、资源、

经济发展水平、军事水平等指标密切相关。然而，国际角色并非仅仅受限于国际权力结构，如国际社

会文化、国际制度等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可能对一国国际角色造成影响[8]。 正所谓“旁观者清”，不

同于受历史固化影响较深的“自我”，在对一国的角色认知上，他者更容易感知一国在现实国际体系的

地位。当然，他国的期望也会受到其国内情况、对象国国内情况及其自我认知的影响。例如，布热津

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就曾在综合考虑中国实力在全球权力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凸显而可能对于世界

造成的影响后认为，中国虽然有较大的潜力，但没有足够的余力来像美国一样进行国际秩序的建设。

虽然中国在美国衰落的背景下相对崛起，但其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将极为有限[9]。

在角色定位的形成中，不同行为体是否能够达成角色共识(consensus)也极为重要。当不同的行为体相

互同意彼此对某个角色的期待时，就产生了角色共识[1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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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不同的行为体对一国的角色产生认知分歧时，就会发生角色冲突(conflict)。角色冲突一方面可

能来源于国内不同政党、民族、群体对本国角色的分歧，也可能产生于自我认知与他者期待的分歧。

因此，一国在内政外交中常常需要协调各类行为体达成对本国的角色共识。

由于一国的角色认知深受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外交理念有着一定的选择偏好，具有延

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指出：“结构包含三个主

要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国家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其次是物质

性因素，它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国家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最后是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

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存在是国家社会实践的结果，国家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11]

190

在温特看来，共有观念建构国家身份，引导国家选择何种角色扮演。这也就使得国家角色存在着一定

的相对稳定性，为其他国家对其的角色预测和期待提供了清晰可观的路径。当然，国际角色并非一成

不变的。文化与观念固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因此，国家角色总是伴随着非

静止状态的国内外环境，在一国与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中发生相对变化，进而，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会“

围绕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的定位和再定位”而变化[12] 3。

二、国际角色定位对一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1954年萨缪尔森首次对公共产品做出明确定义，即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不构成竞争，不影响其他人

对该产品的消费[13]

387-389

。通过实践的不断发展，国际公共产品的形式主要包含：多边、区域性的国际规则；主权国家为执行

国际规则所构建的运行平台或载体，以及为解决专门国际经济问题而提供的援助；强势的私人机构（

如跨国公司等）或具有资金优势的非营利组织，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承担的责任或提供的服务。

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从供给主体出发，提出了六种可能的决

策：第一，通过本地区霸权国家施压获取区域公共物品，借助其政治经济优势迫使成员国付出代价；

第二，区域内一个或几个成员承担成本；第三，让成员国得到相应的奖励，鼓励它们积极提供；第四

，区域集团凭借成员国私人产品诱使域外国家参与；第五，通过达成共识来增强区域认同的供给机制

；第六，通过建立区域

组织，区域成员国相互合作，通过一系列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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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提供[14]

。从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来看，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欧盟模式”“美国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

式”四种模式[15]。

从角色的视角来看，一国的对外行为通常与国家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而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

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分配的反映，与国家的

国际地位及实力相匹配[16]

。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出发，被定义为“大国”“强国”的国家通常在对外政策上更加积极主动，会承

担起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在国际社会各种场合做出积极承诺。相应地，它们也会从中收获

更多的声誉及国际权力；而相对而言的“小国”“弱国”通常会选择中立或依附于某个大国，以便获得大

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权力结构主要影响一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而国家的特性则通

常影响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对象与方式。例如，一国在提供联盟等安全性公共产品的时候，长期

形成的观念、认同、规范和文化等特性往往会在其构建联盟关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促使其

提供的安全性公共产品同样也具备这些特性。托马斯·里塞·卡彭(Tomas Risse Kappen)以北约为案例，

考察了文化认同和共同理念等因素在建构联盟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发现西方国家之间在共同的价值理

念、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安全共同体，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共同意识

和集体认同。因此，冷战虽已结束，西方的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却能够进一步得到增强，这也使得西

方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内能够视彼此为和平伙伴，在国际政治领域克服合作障碍[17]

78。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认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国家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

本计算必然会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18]

。与美国相比，前苏联继承自沙俄帝国的不安全感与大国沙文主义则使其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更

具有等级制的特征。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成员国的不安全感持续增强，华约被运作成一个政治经济

军事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其中，政治协商委员会负责协商和决定缔约国的国防、政治、外交和经济等

重大问题，导致很多主权国家失去了自主权，被笼罩在前苏联的控制之下。

在参与国际事务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遵循角色定位，充分考虑国内民心和外国

预期。以美国为例，其在提供反恐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从“9·11”事件至2021年，美国在全球85

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反恐战争上的支出约8万亿美元，导致全球直接死于战争暴力的人数在89.7万

到92.9万人之间，其中美军死亡约7000人，其他国家平民死亡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

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为稳固民意、获得选票，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都曾向公众承诺减

少对外军费开支、退出阿富汗战场等。但长期且巨大的投入与牺牲不仅令国内民众对美国的反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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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质疑、对政党的信心下降，也完全不符合海外地区及盟友对美国的安全期望。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际公共产品经常被视为扩张权力和势力范围的工具。如面对全球和发展

中国家的巨量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缺口，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试图采取“竞争替代”而非“合作

互补”的方式。在印太地区，以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包围遏制中国的意味尤为明显，美、日、澳联

合推行的“蓝点网络”计划正在形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统一标准，对外援助俨然成为了美国落实印太愿

景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依赖于供给国的能力、权力与观念

，因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范围、内容、偏好、方式深受供给国个体发展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影响，且

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

作为亚洲大国，中国自古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并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保证了中

国国际角色及外交战略的稳定性，并深刻体现在中国从古至今公共产品的供应路径之中。同时，由于

国内外各要素与互动结构不是静止不动的，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对外行为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其中，

中国古代汉朝至清朝初期、改革开放至今两大时间段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较为清晰，若将改革开

放前期与近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与对外供给路径也存在一定差异

。古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中国，分别处于不同的国际/地

区体系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从孤立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其自我认知和外部期待都存在较大

的不同，扮演的角色也呈现较大差异，因此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内容也截然不同。

三、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演进

（一）汉朝至清朝初期：“天朝上国”

中华文明在古代东亚体系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原因之一在于其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历史上曾有许

多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但最终都融入中华文明，被彻底地中国化。此外，古代中国处于孤立的东亚地

区之中，高山、沙漠和海洋成功地阻断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往，避免了如古埃及、古巴比伦

等因帝国征战导致的文明断层[19]

。因而，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未有明显的中断期。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先进性，相较周边

国家，古代中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完整的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成熟

的伦理观念、意识形态，并在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凭借瓷器和丝绸的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优

                             ?? 6 / 21



势[20]

69

。而此时的东亚各国仍处于文明萌芽期。日本列岛在中国汉朝时期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概念，早期以

个别或团体的形式向中原进贡；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卫氏朝鲜）及南越国（越南）在汉武帝时被纳入

了中国的管辖范围；中亚、蒙古等国长期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贵霜国（西印度）内仍存在许多

社会结构不同、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还未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实体。

在这种强弱之分明显且较为孤立的地区环境中，以古代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朝贡体系就此形成。其中，“朝”指的是藩国使臣觐见天子，“贡 ”指向天子供奉的物品。空前繁荣且

文化开放的唐朝打开了中国古代外交的新局面，将更多的周边小国吸纳入朝贡体系之中。公元660年

和668年，唐高宗帮助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新罗得以统一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

切的关系[21]

224

，此时中亚、西亚地区的康国、吐火罗、拔汗那、史国等都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南亚地区的印度、

尼泊尔及斯里兰卡与唐朝遣使通好。在明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奉行“怀柔远人”之道，中外封贡关系

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21] 367，仅《明史·外国传》记载的朝贡国就已达86个。

由于中心与边缘、君与臣的界限较为明显，而中国又在地区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古代中国的统治者

将这种外交

关系下的体制视为“华

夷秩序”，作为天子“君临天下”及“大一统”思

想的外部延伸[22]

，“天下观”由此成为中国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中华文化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越性，中

国内部的封建等级关系也被统治者扩展到了中国与外部交往的关系之中。中国视自己为宗主国，而其

他小国则为藩属国，处在中国的庇佑之下。但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殖民体系与狭隘的民族

主义不同，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讲求“以和为贵”，朝贡者向中国君主献上贡品，君

主同样也以礼相待，回赠物品，而非带有掠夺和奴役的性质。此外，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远超别国的“

天朝上国”，在朝贡往来中为了彰显国富民强，往往给予来朝者远多于贡礼的回礼，并在一定限度内乐

于充当周边小国的保护者和地区矛盾的调停者。

由于古代中国在军事、经济、文化、政治体制等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和吸引力，周边国家自然而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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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产生了角色期待，多派遣使臣来华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以朝拜来换取丰厚的回礼。正如南宋

初期蒲甘国（位于缅甸）使臣入朝，宋高宗令“本司依来体例计价，优与回赐”[23]

7862

。部分国家还希望中国在别国来犯时提供军队支援。明清时期由于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实际上

并没有对东南亚产生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各国对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有多强的认同感还有待考证，

但

越南、暹罗等国仍对中国抱有一定角色期望，希望通过朝贡关系从中国获取政治承认或政治安全[24]。

（二）改革开放前期：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参与者

邓小平于1978年建设性地提出改革开放战略，令中国得以赶上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全球化浪潮，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致

力于融入越来越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与美欧改善了外交关系。继恢复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身份后，

又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逐渐完成了由“有限参与者”到“全面参与者”的转变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贸易往来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中国开始加速与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融合，由此开启了新的全球化进程。

这一阶段中国的角色认知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及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了追赶全球化浪潮，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将提升发展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贯彻和平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为本

国及世界各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1975年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作出了中国“永不称霸”的

承诺，这是中国对“和”思想的传承，也是中国对本国角色作出的准确判断。中国始终以开放融入、多

边自主、和平发展的原则作为自身国际角色界定的基石，由此塑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

对外行为。在这期间，美西方仍占据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自身发展水平和西方主导的国际政

治经济体系的限制，中国主要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国际事务的处理之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逐渐摆脱了近代积弱落后的形象，国际社会对积极与世界接轨的新中

国产生了新的期待。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美西方的注意

力，西方国家开始将过剩的资本、消费品输入中国，并对中国提出了更多开放市场的要求。第三世界

国家则希望中国坚守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在安理会等各大国际机制及国际会议中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

。同时，中国的邻国也对其产生了更多期待：东南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与地区建设；日本和韩

国希望与中国建立起互补的经济关系；俄罗斯期待与中国交好走出孤立；中亚国家则在反恐安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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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经贸往来等方面与中国存在合作基础。

然而国际社会也对初露头角的新中国存在许多疑虑。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被西方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的

胜利，中国作为世界上仅存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被外界看好。一方面，中国逐渐代替前苏联成

为了美西方警惕的头号对象，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担忧中国踏上与前苏联相同的帝国主义、修正

主义道路，长期保持观望的态度。因此，为营造更加友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在坚持“不称霸”承诺

的同时，还注重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将自身的对外政策同前苏联的错误外交路线相区

分，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三）世界变局之下：推进全球治理的建设者

近年来，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者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美国的自身实力正在衰退，随着多

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和参与规模不断扩大，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难度在增加，提供意愿也在不断

下降，尤其在特朗普时期甚至出现多次“退群”，已经开始由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向破坏者转变。而

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为多边合作增添新内容，现有全球治理秩序早已不能满足新领域对公共

产品的需求。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角色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中国不再将自己限

制在参与者的角色定位上，而是寻求新的角色突破，期待成为国际社会的建设者、完善者。正如习近

平所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次，凭借多年积累的

实力与影响力，中国开始加大“文化大国”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展现对本国文明的认同

感与自豪感；再次，中国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明白本国与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发

展差距，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对外交往必须坚持“和”的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打消他国对中国

的误解。

事实上，世界对中国的角色定位也有了新的认知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国

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中获得第三大投票权。国际社会将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中国，希望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

献。随着全球治理陷入僵局，这种国际角色预期的正负效应正日趋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担心

中国挑战以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因而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

美国甚至无端污蔑中国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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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义”国家，称中国正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25]

；欠发达地区的国家在与中国建立起日益亲密合作关系的同时，希望中国能够带头变革不合理的国际

体系与秩序，同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周边大国一方面希望与中国加

强经济合作，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会成为自身地区影响力扩张的障碍。为了同各

国继续维系友好关系，中国选择依据实际情况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承担大国责任，而非大搞强权政治

、将自己视为单一的领导者和世界的中心。

四、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的演进

（一）汉朝至清朝初期：特殊等级制下的单向供给

受古代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影响，朝贡体系表现出一种特征，即并不严格的等级制

度，中国在与外国来往时，往往会采取“不干涉”的立场，尽量避免介入外部纷争或各国内政。在宽松

的等级制下，各国仅仅通过派遣使臣、上贡少量物品，便可获得政治及经济上的好处。除了中国以外

，其他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本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古代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表

现为一种特殊等级制度下的单向供给。其中，“礼治”是其公共产品供给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国的“礼治

”一方面讲究“礼尚往来”，大小国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实现地区的和谐；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维系，

中国通过册封仪式赋予小国政权合法性，彰显中国的权威[26]。

在这一阶段，供给内容主要涉及文化、经济和安全领域。中国的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以潜移默化的被动

传播为主要途径。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的文明构建影响深远，当前，东亚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狭义上

主要指东北亚地区，广义上还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等区域。]仍保留某些古代中国传统的文化特

征。古代中国的文化输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与“和”的观念。如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二

年（372年），儒学正式立足朝鲜半岛[27]

，朝鲜儒学的正统国学——朱子学，就是继承自中国明朝时期朱子儒家学说。“和”的观念来自于中国

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强调的是不同事物的相互依存和共生，有“和合”“和谐”之意。韩国新罗时期著

名佛学家元晓的“和诤”理论就

深受“和”思想的启发，讲求各种思想的并存[28]

。“和”思想同样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渊源之一。日本在8世纪改名为“大和”，自称“大和”民族等行为就

深刻体现了其对“和”文化的重视与认同。其二是汉字的传播。如费正清所说，“倘若没有汉字的影响，

东亚必然不会成为世界文明中如此独特的一个整体”[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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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汉字的广泛传播，对东亚尤其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建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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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情况下，朝贡体

系都是以中国文化传播和贸易最惠国待遇为核

心内容的[30]

。开放互市是古代中国给予朝贡国的经济公共产品之一。互市源于两汉时期，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汉

王朝的农耕经济与周边游牧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并且由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大，汉朝

得以把控互市的对象国、方式、地点及时间[31]

135

。获得与中国的互市资格便成为各国前来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提供的重要经

济公共产品。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归功于西汉时期张骞

出使西域，该通道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

。海上丝绸之路则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古代中国与外

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在千年后的今天仍存在极大的价值。

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中在中国明朝时期，主要目的是维持地区的稳定秩序。如明征安南战争是由于

篡位的黎氏政权并不具备合法性，损害了明朝的礼治秩序，还频繁入侵占城和中国边境。万历援朝战

争则出于保护藩属国和边境的意图，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对朝鲜李氏王朝的入侵。明朝郑和下西洋

前，东南亚爪哇、暹罗、苏门答剌、占城等国关系紧张，地区环境动荡。通过郑和下西洋，明朝调和

了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维系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定[31] 380。

（二）改革开放前期：在原有机制下的合作供给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都在不断增强，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对各类国际公共产品产生了新的需求。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注意力也转移到了

气候治理、海洋保护等环境问题上，先后促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等多个国际规则的制定。苏联解体在欧亚大陆上催生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壮大了民族国家的队伍，

也产生了大量民族纠纷和边界问题。中东等地隐藏在冷战之下的矛盾也显露出来，恐怖主义、民族分

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在局部地区盛行，各国人民的安全面临着新的威胁。新兴国家的国力和影响力

在不断增长，渴望打破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束缚，获得更广泛的发展机会。

在这一阶段，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安全产品和经济产品两方面内容。中国参与提供的安全

类公共产品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一方面，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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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的各项安全倡议，参与了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于20

14年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与“瓦纳森安排”“澳大利亚集团”等多国出口控制机制开展多次对话

，为解决朝鲜核问题参与多轮六方会谈等，坚决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加联

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向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等多地派遣维和部队。中国缴纳的联

合国会费及维和费用也在逐年上涨。非传统安全产品的提供主要体现在对反恐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

。国际反恐行动中，中国通常主张在联合国和既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形成反恐合力，与周边国家进行

信息互通，开展多边行动；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中国坚持参与气候治理谈判，但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

行动的“跟随者”[32]

，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治理原则，在各大公开国际场合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此外，中国在2001年主导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制度性安全公共产品，

与中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就欧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达成合作。

经济公共产品的提供突出体现为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维护与创新。在全球层面，自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遵守世贸组织的宗旨、原则及各项具体规则，参与多轮贸易谈判，发挥中国

巨大的市场潜力，主动寻求分歧解决之道，逐渐由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为

达到世贸组织的门槛，中国多次主动降低关税总水平，逐步取消20世纪90年代初存在的1200余种非关

税措施，降低外资准入标准，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并为此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积极参与以二十

国集团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相关国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

际金融机构改革[33]

。在地区层面，1991年，中国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积极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为区域一体化建设作

出了贡献。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国仍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韩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

创新了南南国家的合作方式——金砖国家，整合各地区新兴国家的力量。

（三）世界变局之下：彰显大国责任的多元供给

这一时期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新兴国家在经历高速发展后，渴望扩大国

际影响力，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欠发达地区需要获得更多的援助进行现代化建设，获得后发优势

；发达国家对国内政治投入了更多精力，并试图维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难以回避的是，全球化

过程中积累的难题已经到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解决的地步，各国内部矛盾逐步累积，一些国家开

始转向保护主义立场，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削弱了国际秩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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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放大了原有治理机制中的结构性缺陷。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正在破坏和平发展的环境，2022年爆发

的俄乌冲突及随后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暴力制裁措施，更是沉重打击了全球治理体系。此外，

由于全球化进程受挫，区域合作逐渐代替全球层面的多边合作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全球

治理失序的背景下，地区内及地区间的国家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正在增长，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

给正成为合作的新态势。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即在层次上全球与地区并行，在内容上

制度产品、理念产品和物质产品并重。首先，中国继续通过既有的国际机制提供部分国际公共产品，

并积极促进相关机制的完善。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的对话平台中，越来越注重团结发展

中国家。中国持续加强了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

[34]

。具体而言，借助金砖平台，中国领导人多次向世界展现中国维护多边主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立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自觉履行了大国责任，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医疗物资、抗疫经验

技术及“命运共同体”精神。面对经济衰退的国际现状，习近平在G20第十六次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团

结行动、共创未来”的中国方案。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磋商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求发展、

以合

作谋共赢”的原则，在世贸组织关于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新兴规则的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35]。

其次，中国不再局限于在西方国家设计的国际机制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而是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引

领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创新。为了促进地区一体化发展，中国在东亚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目前，中国已经广泛开展同周边国家的区域制度化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东盟自

贸区、“10+1”“10+3”、东盟地区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为平台的成熟框架，与中亚地区开展“

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

是中国同地区国家经过多方协商达成的制度安排。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惠及沿线的发展中

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为这些国家带去了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医疗服务、疫情防控、金融投资等

多种公共产品。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和价值远不止这些。“一带一路”源自古代中国的“丝绸之

路”，其规划与设计处处彰显中国特色，已成为连接中国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互信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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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加大了理念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维系公共产品的供给协议有赖于各成员国形成一致的

供给理念。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一直秉承平等互惠的原则，有别于部分发达国家和国际

机构，中国在投资和贸易协定中不添加政治附加条款，始终继承并秉持“不干涉”的原则与“和”的理念

，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各大国际公开场合发言以及建设“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区域

机制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广。“共同体”思想源自中国

传统和合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发展实践赋予了其更强的生命力。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规避公共产品“私物化”的风险，构建和谐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中

国为地区矛盾与冲突的缓和作出了一定贡献，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重大场合多次发出呼吁，继续

推动朝鲜半岛开展和平对话协商；通过斡旋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复交，并在中东地区引发和平的

外溢效应。

五、结语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除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时期，中国都或多或少主动参与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

给，即使是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的反封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都给予了世界反压迫人民争取独立斗

争的启发，中国人民坚持不懈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中国的成立更

是鼓舞振奋了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始终具备以下

几个特征：

第一，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从古至今，中国一直将周边国家视为地缘战略的重心。古代中国

将自身视为朝贡体系的中心，东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则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与亚

洲之外的地区交流较少，尤其对西方各国不甚了解，地区之外的国家并未被纳入该体系，也未成为中

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对象。中国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册封、互市等方式向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以此从对方那里获得对其地位的认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建交使中国基本摆脱了被封锁和孤立的

状态，为周边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契机。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开

始在周边地区传播[36]

，由于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是自身稳定发展的前提，参与周边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在中国外交

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为此，中国开始更多地为地区议题出谋划策，在柬埔寨问题、朝核问题及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缓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当前，美国企图通过所谓的

印太战略强化与印太国家的往来，对华形成包围圈，周边国家更是成为了中国防范风险重要的战略阵

地，也是推广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试验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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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在警惕美西方拉拢周边国家的同时，坚持以公共产品的供应来稳固在东亚、东南亚、中

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让各国都参与到全球治理中[38]，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二，传承“和合”理念。“和合”理念来源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和合”可被译为“和睦、同心”

，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

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促进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和合”理念既强调天人合一、相互联

系的宇宙观，又讲求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该理念的影响下，相比同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古代中国基本维系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区环境。据统计，在明朝完全建立起朝贡体系，到1841年

体系开始走向瓦解，这期间仅仅发生过两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即1407年中国出兵越南与1592年

中国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39]

。改革开放后，中国延续了“和合”理念，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取

代“战争与革命”这一旧的时代主题观。习近平在结合新时代背景、吸收“和合”观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在向外提供公共物品时一直都坚持“以和为贵”的态度，寻求与其

他国家的和谐共进。

第三，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感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

进行政治、价值观的强制输出。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对朝贡国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文化的感召力与关系

隶属上，各国内部事务并不属于中国管辖范围。无论追溯到明万历援朝战争，还是新中国抗美援朝战

争，中国军队在对方国家停留的时间都是以对方国家恢复秩序的时间为限。1955年，周恩来在印度尼

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正式提出“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并被历任领导人所继

承，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奉行的基石之一。在调解缅甸、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内冲突中，中国政府都

是以和平协商作为主要手段，首先通过与主权国家政府进行双边磋商介入，然后逐步扩大对话范围至

反对派团体或反对党。对于西方屡次采取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中国一直坚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独

立自主的判断，寻求通过公正的国际机构和程序来决定干预标准，并要求人道主义干涉的手段必须服

从人道主义目的。

在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因素相互建构下，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不同的角色认知及角

色期待下，中国的国际角色扮演存在差异性，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相比古代

中国，当代中国显然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向外推介具有中

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外交环境和合作对象也不再局限于东

亚地区，而是真正遍布全世界。踏入新发展时期的中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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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了巨大的角色定位差异。中国不再是被动地通过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是

在部分发达国家回归保守主义后，以更自信、更负责任的姿态主动担起弥补国际公共产品空缺的重担

，并且越来越重视文化观念、规则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创造，在各大国际公开场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

国方案。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在经历了战争、革命、改革后，中国重

新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踏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同，也乐

于以国情为基础为世界各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都越来越清晰

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全球治理模式的弊端。中国向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既有益于弥补公共产品的不足，

维系和平的发展环境，也有助于中国传播和平外交理念，化解大国围堵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脱钩”

风险，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影响力。随着中国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无论对历

史的传承、自身发展、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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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and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LIU Yanto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of a country and its derived external behaviors are

constructed by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cognition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others,

while possessing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path of a country

deeply reflects it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nd foreign policy tendencies,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Role theory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perspective for

explaining a country's external behavior. The scope, content, preferences, and methods of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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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of the supplying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roles of ancient China,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a currently in a state of change are respectively

"Heavenly Kingdom", participants, and builders. Compared to the passive nature of ancient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tegrating the concepts of openness,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into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promoting development path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iplomatic behavior are

more mature, But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at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upply of products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promoting

and inheriting th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providing public goods to regions and even the

wor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new era, China is an active

promot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n important leader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novating

China's sol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ft balance" strate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self-

development, global and reg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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